与芦莘厍大屠杀有关的若干事实探析追记
■ 陆建忠
1942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七），从苏州、吴江、嘉兴、嘉善、青浦等据点倾巢而出的千余名侵华日军，扑向吴江东南部的芦（芦墟）、莘（莘塔）、厍（北厍）、周（周庄，当时隶属于吴江县，与芦、莘、厍同属吴江县第六区）地区，一场惨绝人寰、持续二十多天的大屠杀由此开始。史称芦莘厍周大屠杀，周庄划归昆山后，吴江地区一般改称为芦莘厍大屠杀。

　　为查清抗日战争期间吴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真实情况，我们曾从2006年开始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查证，试图最大限度地去接近事实的真相，并把芦莘厍大屠杀作为调查的重点，单独列为一个专题。

　　为寻访历史，我们曾翻阅很多档案。周庄朱润苍先生以日记记下了当时的所见所闻，留下了《贞丰八年血泪录》，让人触目惊心，“四镇所属各村遭受惨祸，史无前例”，“无辜人民惨遭非命者不知凡几。各个河荡浮尸漂流，（正月二十八日后）日起认尸，号哭之声半月不绝”！行行血泪，字字泣血！
　　为探求历史，我们曾寻访一些当事人。芦墟一位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在60多年后谈起，依然心有余悸。——大屠杀的凶残，给他留下的阴影实在太深了！许多从那时过来的幸存者、亲历者以及死难者后人和亲属谈起时依然悲愤难抑，充满对亲人被无端加害的切肤之痛、对侵略者无故施残的切齿之恨。

　　翻开历史，我们在愤怒于大屠杀的骇人听闻的同时，却也发现：面对凶暴的侵略者，中国人民一直没有放弃顽强的抵抗！在侵华日军大屠杀的背后，也有着中国军民对侵略者的拼死抵抗。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国人不抵抗，日军就不屠杀。事实上，日本鬼子在吴江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都不时会做出烧杀抢掠奸等恶行，这是由其凶暴、残忍的本性和它们的强盗逻辑所决定的！只是，遭受抵抗后的烧杀更为集中、更成规模。1937年11月，日军侵入吴江时，就是一路烧杀，无一地能幸免！而以芦墟、平望、震泽三镇大火最烈，三镇房屋被烧得所剩无几，其中，平望的这场大火竟烧了三天三夜！这三镇，都有军事人员与侵入日军发生过遭遇战。而在抗日战争的8年中，吴江每年、每地都有日本鬼子的疯狂烧杀和奸掠！这些恶行，很多是由侵略者主动挑起的！

　　那么，芦莘厍大屠杀的背后，是否有过甚至是比较激烈的抗日活动呢？
　　但翻遍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资料，一般都只是肯定大屠杀与当地存在抗日游击队有关，至于这些游击队在这一时期是否有什么具体的抗日活动，却未见提及：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中国军队有几股零星部队流落吴江，先后打出抗日旗号，并有一些另星行动。1941年3、4月间，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苏嘉沪挺进纵队（以下简称“忠救军”）由阮清源率领从安徽广德进入吴江芦莘厍周地区（司令部设在莘塔），并对当地地方武装和散落在江浙沪毗邻地区的国民党杂牌军进行收编。其后，曾进行过一些抗日宣传，对当地日军也有过几次小规模袭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上海的部分外侨得讯后连夜冲出“租界”，经吴江芦、莘、厍等地，再往广德“忠救军”总部（后去重庆）。其间，得到了阮清源部的帮助。这对他们能安全、顺利地穿越日占区特别是被侵华日军严密看管的苏嘉铁路确是弥足珍贵。外侨中有一位记者，到重庆后写了一篇“脱险记”，记述所历艰险，感谢中国军民给予的帮助，还把芦、莘、厍等地誉为“小重庆”。 

　　一般认为，驻沪日酋正是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恼火，立即下令出兵。在我们所见到的相关文章中，对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一般多持这种看法。
　　想想也是。重庆，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是公认的全国抗日力量名义上的总指挥部所在地，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对驻沪日酋来说，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又是在占领区中，竟有这么一个地方，不仅存在着一批抗日的军人，还被人称作“小重庆”，自然有如鲠在喉之感，必欲除之而后快。
　　只是，我们一直没能看到这篇文章的原件，不知其发表的具体日期和内容。由此让笔者产生了疑问：作为逃难中的匆匆过客，该记者所能见闻的应该非常有限，虽然侵华日军常常无来由的进行烧烧杀杀，但如果阮清源部没有其他的动作，日军真的会仅凭这篇文章就从周边调来大量兵力，又选择在春节这个时间节点，来连续“扫荡”这么长时间？笔者总感觉这不该是这次大屠杀发生的最直接甚至是唯一的原因。
　　果不其然，我们在吴江档案局馆藏档案中找到了一批抗战胜利后形成的《财产损失报告单》，发现了一份由战后首任芦墟镇长梅绍德签报的芦墟前立成义印务局的《财产损失报告单》，在其“事件”说明中有这么一段，“苏嘉湖小三角地区由军委会苏浙行动纵队忠义救国军阮清源司令控制后，迭向沪杭一带工作，尤以（民国）三十年大除夕突击日丰田纱厂司令部后，遂遭敌恨，于正月初七围袭芦墟莘塔北厍等乡镇，敌酋长谷川师团倾团历一个月始退，死难军民七千余人。”笔者觉得，这大年三十的突击行动，才可能是此次春节大屠杀的最直接的导火索。
　　只是，这突击行动规模多大，又具体发生在哪呢？却长期无解。这段话成了孤证。
　　直到2013年，笔者终于发现了一段阮清源率部除夕大闹上海的相关记述，并印证了上述说明中透露的另一项信息，即阮清源部以芦莘厍为基地，“迭向沪杭一带工作”的“进沪”动向。这段记述出自翁养正的《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翁文指出，1942年1月14日（旧历大年除夕），“忠救军”阮清源部在上海市区和郊区进行了一次针对日伪军的突然袭击。当晚9时，阮部组织了纵火、爆破、惊扰、袭击四个队（每队数十人至百人不等），潜至上海同时行动。顿时，区内火警和鞭炮爆炸声此起彼伏，秩序大乱，真如和南翔之间的京沪铁路路轨被炸断，梅家场和萃庄之间的沪杭铁路路基被炸毁，日军驻沪西的一个炮兵大队受到袭击，并被打死打伤日军数人、驮马多匹。

　　如此大的动作，自然引起了中外媒体的注意。当时比较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称这次行动“是一次很有效的扰乱行动”，显示着上海以外的广大地区仍为中国的部队所控制。
　　这次除夕行动，因其参与者众、区域范围广、袭扰动作大、行动成果丰而造成了如此大的影响，骄横的日本侵略军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作为阮清源部根据地和司令部所在地的芦莘厍周地区就首当其冲，成为日军即刻“扫荡”的重要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忠救军”的情况比较复杂，它既有抗日的一面，也有反共搞摩擦的一面，有些还和伪军勾勾搭搭，有些后来更投日也成了伪军。——当然，这些都不是本文所述范围。
　　侵华日军此次扫荡的首要目标，是合击分驻于芦莘厍周等地的阮清源部。阮部遭此突然袭击，仓惶失措，不战而溃，损兵折将，损失惨重。但侵华日军仍不罢手，其炮艇仍日夜游弋在分湖、元荡、三白荡等湖泊上，严密封锁水上交通，大批侵华日军进驻各地，挨村挨户，以搜捕“支那兵”、“便衣队”，搜缴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为名，“恣意烧杀，极尽暴行”，伤及大量无辜百姓。芦莘厍周地区民众损失巨大（实际上，因这是春节，还有不少是来走亲访友、喝喜酒的外地人）。
　　关于“芦莘厍大屠杀”的伤亡人数，1994年版《吴江县志》认定是“被害群众有姓氏可查的达2373人”。许是县志的权威性，并精确到了个位数，而且是“有姓氏可查的”，精准而言之凿凿，故这一数据被广泛引用，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但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观点，即陆景宣、金冶《追记芦、莘、厍大屠杀》一文所述，说是约1500人左右。只是这一数字很少被人采用。

　　我们还发现了一份民国时期莘塔镇公所上报的凌元培等的“财产损失报告单”，也提到了人员伤亡，上云：“莘塔镇自吴江沦陷后即为本县游击抗战根据地之中心，敌军屡次进窥未能得手，直至（民国）三十二年（应是三十一年之误——笔者注）二月，敌军纠集各路（人马）大举扫荡，盘踞二十余日，恣意烧杀，极尽暴行，人民牺牲数以千计……”这里，莘塔能被称为吴江游击抗战中心，乃因莘为阮清源司令部所在地，其言“人民牺牲数以千计”，和陆、金文的“1500人左右”较为接近，但与前述梅绍德签报的“报告单”所称“七千余人”相差甚大。当然，如果这“数以千计”的牺牲仅是莘塔一个镇的，则以当时芦莘厍地区13个乡镇的地域，似也应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在上述《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中，也提到了这次春节大屠杀，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只是其伤亡数字更大。翁文写道，日军从驻苏州广野十三师团、驻杭州土桥二十一师团及淞沪警备旅等部抽调共三个旅的兵力，由植田大将指挥，在苏嘉沪地区开展大规模“扫荡”，“延续达一个多月，杀死杀伤我军民一万多人”，忠义救国军苏嘉沪挺进纵队遭到几乎全军覆没的危险。

　　仔细分析上述伤亡人数，不难发现，翁文所指范围较大：地域上，是在“苏嘉沪地区”，而非仅是吴江芦莘厍周地区；人员上，是包含了被“杀死杀伤”的，而不仅仅是“死难”者。故尚可理解和接受它和梅绍德签报的“报告单”所言出现的3000人的差额；两者比较一致的，是说明日军的这次“扫荡”，造成了中方人员的大量伤亡，数量惊人。这两个数字如果再和一、二千相比较，虽然相差更悬殊，但其在人员构成上其实是不同的：后者仅指“被害群众”，而前者则包括了“军”和“民”。“军”主要是阮清源所部，现在虽然没有该部的确切人数，但以其号称有17个支队，人数应该较多；在其兵员分布上，芦莘厍周一带正是“苏嘉沪地区”的中心和交界地带，又是阮清源司令部所在地，是其主要根据地，人员也应该相对较多。
　　而遇害群众2373人，我们也似乎找到了出处。调查中，我们在吴江档案馆查到了一批形成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的《吴江县党部调查全县各区难民状况表》——是以乡镇为单位的统计表。蹊跷的是，这些表格涉及的只有当时吴江县第六区（芦墟区）一个区的；巧合的是，经统计，在剔除现周庄地区的419人后，现芦莘厍地区（当时13个乡镇）的难民人数正好是2373人。但反复查看，却未能找到任何的姓氏人名。显然不能由此而言，这2373人是“有姓氏可查的”（或许，原来还有附录，只是现在找不到了）。再细看这些表格，我们觉得也有必要仔细分析：一是从表格的来源看，因为调查的是“全县各区难民状况”，按理其他区也应有类似的表格，因为日军在其他时间、其他地方也有烧杀行为，但我们始终没能找到其他区的表，故可能仅针对该大屠杀进行了调查；二是从该表的标题来看，表明调查的是“难民”，但这个“难”是本人被杀的“死难”，还是有亲属（特别是主要劳力）被杀、房屋等财物被毁后度日之“艰难”？语焉不详，都可理解，但其调查的是“难民状况”，似乎又不是单纯的“死难者”一种；三是从各乡镇填报的“受灾原因”来看，多为“多数受害于”、“被灾于”、“被害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敌人施行之大扫荡一役”，显然，这些难民确是由这次大屠杀而产生，而其是“死难”还是“艰难”也都说得通；四是从该表的“填表说明”来看，有“难民不论外来或本乡镇，均应详于备注栏内，以备汇总具报救济”、“应切实详查，不得稍有玩忽，致误抚辑救济要致”等语，似乎主要着眼于对难民的赈济；五是从各乡镇填报的“现在难民一般状况”来看，基本上是“大多近况殊清苦”、“甚清寒”、“在苦难中生活着”，似表明这是需要赈济的难民，而非“死难者”。由此，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2373人是因1942年的大屠杀惨案而至战后登记时仍需要赈济的难民人数。
　　我们在2006年开始的调查，则把伤亡的关注点放在了“民”上。经过广泛查找历史档案、资料和走访调查后，我们在目前的吴江地区直接统计到的“芦莘厍大屠杀”遇难者数字，也是1500人左右。如加上周庄的遇难者约200人，遇害群众应在1700人左右。当然，由于资料的短缺,以及因时间久远而导致当事人、知情人日渐稀少，在这次大屠杀中中国民众伤亡的具体人数已很难准确统计了。实际的伤亡人数，特别是受伤者，肯定要远远超过目前所能统计到的数字。

　　还需指出的是，大屠杀的惨烈，既体现在死亡人数多的一面，也体现在鬼子杀人手段残忍的一面。据目击者等回忆，日军杀害我吴江同胞的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有直接枪击的，也有刀劈枪挑的；有斩断手足的，也有用刺刀戳胸掐肠的；有用火烧的——有的逃出来又被扔回火堆、甚至有的被吊起来先烧下体，也有以水溺的——有的还被反复在水中按、提折磨至死；有唆使狼犬撕咬受害者的，也有用铁器穿入受害者胸膛的；还有把人推到刚化开的石灰坑里、投入开水锅里，活活烫死的，前者被称为“面拖蟹”；绑住村民大拇指吊起来荡在空中，然后用木棍将其活活打死，名曰“飞机吊”；将村民先活埋在泥坑里，接着把坑边的土夯实，然后用刺刀往其头顶上一捅，让其鲜血上涌，称作“放火花”；还有将人装进麻袋当场摔死的。在金家湾前莲荡，日军将20多名被抓群众每两人合绑，再用绳串起来，押上2只农船，摇向湖心，让其在水上飘荡，然后，日军用开足马力的机船向农船拦腰猛撞，将农船撞沉。待亲友划船去救时，日军放声狞笑，举枪射击，30多村民在转瞬之间全部丧生。

　　大屠杀的惨烈，让人记住了杀人恶魔。殊不知，日军的罪恶远不至屠杀这样简单！这期间，多少妇女被肆意摧残和蹂躏，年龄最小的年仅15岁；多少妇女被强奸或轮奸致死，有的还被先奸后杀，曝尸荒野。在莘塔，3名日军兵士发现了一位刚死了父亲的守孝女，竟当场将尸体推到在地，在停尸床上轮奸了该女。日军还疯狂焚烧掠抢，仅芦墟甘溪村，被日军烧毁的房屋就达140多幢，大火整整烧了两天一夜，全村180多户人家500多人无家可归。而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份，仍有2373人因此而“近况殊清苦”，并还将严重影响其以后的生活。

　　“芦莘厍周大屠杀”是70多年前发生在吴江的一大惨案。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我们既要铭记经受的苦难，也当铭记进行的抗争，铭记为民族解放而不惜牺牲的英雄志士。

　　铭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天下兴旺，匹夫有责。我们绝不允许这种悲剧再次重演，绝不允许人民尊严再遭践踏，绝不允许国家主权再被侵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共同梦想。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奋斗！
